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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人机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影响机制: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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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创业面临社会与经济逻辑冲突引发的混合问题, 对创业者的注意力配置提出挑战, 亟需探索有

效的混合问题求解路径。本研究基于注意力基础观, 剖析了人机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影响机制, 构

建了“人机协作−注意力投入−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理论框架。研究具体分析了三种人机协作模式及其作

用路径: AI 主导式协作通过增强创业者的持续性注意力投入, 优化数据驱动的资源利用效率; 人类主导式协

作通过强化交替性注意力投入, 实现多元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动态平衡; 人机交互式协作则通过双重注意力协

同, 促进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创造性整合。理论贡献方面, 本研究深化了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微观认知机

制研究, 拓展了注意力基础观和人机协作理论的适用情境与边界; 实践贡献方面, 为社会创业者提供人机协

作的认知赋能路径, 助推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创业领域的有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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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社会创业作为兼具社会使命与经济可持续性

目标的新兴实践形式,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背景下

日益受到重视(Battilana et al., 2017)。然而, 社会

创业实践仍面临诸多困境。《2021 中国社会创业

发展报告》显示, 85%的社会创业者在资源获取上

存在困难, 72%认为社会价值难以衡量。这些挑战

根源于社会创业的本质特征: 经济逻辑与社会逻

辑冲突引发的混合问题(Battilana et al., 2017)。具

体而言, 混合问题表现出三重突出矛盾: 一是社

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混合价值主张矛盾

(Shepherd et al., 2019); 二是资源拼凑与资源优化

之间的混合资源利用矛盾(Desa & Basu,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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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利益相关者需求多样性与优先级之间的混合

治理矛盾(Pache et al., 2024)。这些矛盾的共同作

用导致社会创业者在求解过程中面临显著的认知

张力与注意力冲突, 凸显了探索专门针对混合性

特征的求解机制的必要性。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

解(Hybrid Problem-Solving)是指社会创业者在面

对社会和经济双重逻辑时, 通过权衡、选择和动

态调整, 制定兼顾混合逻辑的解决方案的过程。

已有研究表明, 传统单一逻辑导向的求解方式难

以适应复杂的混合情境(Battilana et al., 2022), 其

线性思维模式与静态问题表征方法, 在理解混合

价值主张、混合资源利用和混合治理等挑战时解

释力不足。因此, 亟需探索更有效的混合问题求

解模式。 

与此同时,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创业

行为和结果(蔡莉 等, 2019), 催生出人机协作这

一新型问题解决范式(Raisch & Fomina, 2025)。人

机协作(Human-AI Collaboration)是指人类智慧与

人工智能通过结合各自优势——人类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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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与 AI 的计算能力和逻辑性, 共同完成认知

和决策任务的过程(Choudhary et al., 2025)。研究

表明, 人机协作能够有效降低个体认知负荷, 重

新配置注意力资源, 提升复杂问题解决效率与决

策质量(Dennis et al., 2023)。例如, 在 GitHub 平台

上, 众多社会创业者与 AI 工具协作开发扶贫、环

保等开源项目 , 创业者聚焦于创意与价值判断 , 

AI 则负责数据处理与计算。这种人机协作的混合

问题求解模式整合了双方优势, 展现出赋能社会

创业的巨大潜力。然而, 现有人机协作研究主要

集中于传统商业情境(Dennis et al., 2023; Raisch 

& Krakowski, 2021), 针对社会创业情境的探索仍

处于初步阶段(George et al., 2021)。由于社会创业

面临更为复杂的逻辑冲突和严重的注意力稀缺问

题 , 商业情境下的研究成果难以直接迁移应用 , 

这就需要针对社会创业情境开展人机协作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尽管人机协作与社会创业研究均有所发展 , 

现有文献对人机协作影响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的机制尚未进行系统探讨, 主要存在三方面不足: 

第一, 社会创业研究多从制度逻辑或组织结构角

度分析混合问题, 较少从个体认知层面的注意力

资源配置视角展开; 第二, 现有人机协作研究虽

关注人类与 AI 的认知互动, 但鲜有将注意力资源

作为核心变量进行系统性分析; 第三, 关于人机

协作模式如何适配不同类型混合问题, 以及人机

因素如何影响协作有效性的理论分析尚不充分。 

理论上, 注意力基础观(Attention-Based View)

提供了理解人机协作与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关

系的重要视角。该理论认为注意力是稀缺而宝贵

的认知资源, 个体或组织必须在复杂目标间进行

选择性聚焦与动态分配(张玉利 等, 2017; Ocasio, 

1997)。在社会创业情境中, 创业者同时面对经济

与社会双重目标, 这种多重目标共存加剧了注意

力资源的稀缺性和分配难度 (Battilana et al., 

2017)。因此, 探索如何通过人机协作优化注意力

资源配置, 成为解决社会创业混合问题的关键。 

基于上述分析 , 本研究聚焦以下核心问题 : 

人机协作如何影响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具体

而言, 研究将重点回答三个子问题: (1)社会创业

混合问题求解和人机协作的内涵是什么? 二者有

何理论联系? (2)人机协作通过哪些模式影响社会

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3)不同人机协作模式作用于

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为解

决上述研究问题 , 本研究拟基于注意力基础观 , 

构建“人机协作−注意力投入−社会创业混合问题

求解”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 深入剖析人机协作对

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影响机制, 从认知心理

学视角深化对注意力在多目标问题解决中功能机

制的理解, 为人机协作情境下的注意控制过程提

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为社会创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理论指导。本研究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第一, 

明确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与人机协作的内涵及

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 第二, 基于问题求解的路

径, 剖析人机协作影响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

三重逻辑; 第三, 揭示不同人机协作模式通过注

意力投入机制影响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作用

机理。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社会创业情境下的混合性研究 

社会创业是指通过创建新的企业或者以创新

方式管理现有组织以发现、定义和利用社会机会

而增加社会财富的活动和过程。社会创业的核心

特征在于: 第一, 注重社会问题的机会识别和资

源动员 , 强调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的价值(卫田 , 

万倩雯, 2023; Corner & Ho, 2010); 第二, 强调社

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平衡, 即通过创新手段实现

社会变革; 第三, 探索跨部门合作和商业化手段

解决复杂社会问题(Desa & Basu, 2013)。社会创业

研究是学科交叉的结果, 新公共管理对民间社会

力量的关注, 社会学对创新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

探索, 以及创业学对金字塔 BOP 市场存在的社会

机会的关注共同推动了这一学科交叉的形成(刘

志阳 等, 2018; 徐虹 等, 2020)。 

混合性(Hybridity)问题是当前社会创业研究

的前沿(Battilana et al., 2022)。混合性被定义为“传

统上不会融合在一起的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的结

合” (Battilana et al., 2017), 其被学者进一步概念

化为一个以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为两端的连续统

一体(Shepherd et al., 2019)。作为典型的混合组织, 

社会企业需要在混合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刘志阳, 

邱振宇 等, 2024)。近期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企业

混合性的三个核心维度: 价值主张、资源利用方

式、组织治理。(1)价值主张方面, 研究探讨社会

创业如何在社会使命与经济目标的双重身份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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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平衡。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企业同时追求社会

与经济的混合价值 (Emerson, 2003; Kummitha, 

2022; Ostertag et al., 2021), 区别于商业企业和非

营利组织单一的价值主张。研究指出, 社会企业

的这种混合价值主张既非纯粹公益导向, 也非纯

粹利润导向, 而是寻求两者的协同与共生(罗文恩, 

张雪华, 2023; Bacq et al., 2016)。社会企业在价值

创造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之

间的内在关联性, 而非简单地权衡取舍(Battilana 

et al., 2022)。这要求社会企业开发特定的能力来

整合和协调不同的价值创造活动 (刘玉焕  等 , 

2023); 而企业家所处的文化背景、性别等因素也会

影响其对混合价值的理解和追求程度(Hechavarría 

et al., 2016)。(2)资源利用方面, 研究讨论社会企

业如何在混合环境中应对资源短缺困境, 包括资

源拼凑和资源优化(Desa & Basu, 2013)。资源动员

和整合是社会创业资源利用的关键(Desa, 2012)。

一方面, 社会企业采用资源拼凑的方式, 即通过

创造性地利用现有的、有限的资源来实现社会创

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刘振 等, 2019)。另一方面, 

社会企业采用资源弃置、吸收、保留、寻求等 4 种

资源优化策略, 并在此基础上灵活地整合不同来

源的资源, 以同时满足社会和经济目标的需求(卫

田, 万倩雯, 2023)。(3)组织治理方面, 混合组织治

理尤其重要, 因为它直接影响社会企业的使命稳

定性。研究发现, 董事会的制度多样性可以帮助

社会企业更好地代表和整合不同的逻辑, 但也可

能带来认知与情感的冲突, 从而导致注意力漂移

和任务偏离(厉杰 等, 2018; Pache et al., 2024)。为

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近期研究提出了保护性董

事会结构和关系型领导力过程两个机制的整合治

理模型 (Pache et al., 2024; Smith & Besharov, 

2019)。 

2.2  问题求解的相关研究 

问题求解(Problem Solving)是通过信息处理

消除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差异的过程(Newell & 

Simon, 1972)。问题求解研究起源于认知科学和组

织管理学的核心议题, 其理论发展经历了从个体

有限理性的认知框架到组织与技术协同的复杂适

应性路径。(1)有限理性与问题空间理论。Simon 

(1978)的有限理性理论奠定了经典范式的基础 , 

提出问题求解是个体在有限认知条件下, 通过问

题空间的探索寻找满意解的过程, 强调了问题定

义、目标设定与解空间搜索的核心作用。认知心

理学的双加工理论则聚焦有限理性的心理机制 , 

将认知活动区分为直觉性系统与分析性系统, 揭

示了个体在问题求解中对两类加工方式的切换与

权衡(Evans, 2003; Kahneman, 2011)。然而, 有限

理性假设过于依赖个体认知能力的独立性, 难以

解释复杂情境中的多主体协作与动态适应。(2)问

题求解的阶段性与动态视角。Lang 等人(1978)提

出了问题求解的阶段性模型, 从问题识别到解决

方案的生成和实施, 强调线性逻辑和反馈循环。

然而, Seeger (1983)通过对团队问题求解的实证研

究发现, 团队并不总是经历固定的阶段, 尤其是

在熟悉的团队中, 解决方案的生成可能直接跳过

问题定义阶段。这一发现与 Klein (1998)基于自然

情境决策提出的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相呼应, 即专

家倾向于依赖经验性模式识别而非按部就班的阶

段分析。这些研究共同推动了问题求解研究从静

态分阶段模型向动态适应性模型转变。(3)从问题

表征到非结构化问题。在复杂和非结构化问题中, 

传统的线性模型逐渐暴露局限性。认知心理学指

出, 问题表征的构建与简化是问题求解的关键环

节, 个体倾向于选择简化的心理表征以平衡认知

负荷与求解绩效, 而这一表征选择过程同时塑造

了问题求解的灵活性与刚性(Ho et al., 2023)。von 

Hippel 和 von Krogh (2016)进一步提出了“需求−解

决方案配对”理论(Need-Solution Pairs), 认为问题

与解决方案可能同时被发现, 而无需以事先明确

的问题表述为前提。这种理论突破了传统问题求解

对“问题表述”的依赖, 强调了非结构化问题求解

中探索性认知的重要性(刘志阳 等, 2023)。(4)问

题求解与创新。问题求解研究与创新理论相结合, 

进一步丰富了其理论深度。Franke 等(2014)通过

类比迁移的研究发现, 跨领域知识的应用可以显

著提高解决方案的新颖性。认知心理学则探究了

创新求解的内在心理过程。一方面, 个体的问题

求解策略并非一成不变 , 而是经历由错误到正

确、由多元尝试到专门化快捷策略的动态演化过

程(辛自强, 俞国良, 2003); 另一方面, 顿悟问题

求解研究表明, 新颖方案的生成不仅依赖于分析

推理, 还涉及无意识加工、原型启发与执行功能

的协同调控(袁媛 等, 2016; 赵庆柏 等, 2026; 朱

海雪 等, 2012)。这表明, 问题求解不仅是发现解

决方案的过程, 也是创新生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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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见, 问题求解理论从早期的个体认知模型

向动态、多主体协作与跨领域知识整合方向演进, 

逐步形成了更为开放和复杂的理论框架。 

伴随技术发展, 人机协作作为一种新的问题

求解范式, 正在重塑组织在复杂问题求解中的认

知与决策模式。(1)人机协作问题求解模式。Raisch

和 Fomina (2025)将人机协作解构为自主搜索、顺

序搜索和交互搜索三类模式, 实证表明 AI 可突破

人类认知的局部搜索陷阱, 通过潜在表征(Latent 

Representation)生成“远距离创新方案”。(2)生成式

AI 在创意问题求解中的优势。Boussioux 等(2024)

发现, 人机协作生成的解决方案在战略可行性、

财务价值和环境价值上表现优于单纯的人类解决

方案, 而人类在解决方案的新颖性上更具优势。

这表明人机协作可在价值导向型问题求解中发挥

重要作用。(3)组织应用与优化机制。人机协作的

有效实施要求组织重构管理机制, 通过任务复杂

度与时间约束的精准匹配优化协同效能 (Samuel 

et al., 2024), 标志着问题求解从技术工具层面向

组织设计战略层面的深化。 

社会创业问题求解呈现出独特性和复杂性。

(1)问题的混合性。社会创业问题求解的核心在于

同时追求社会使命与经济可持续性, 这种混合目

标带来了显著的张力。社会使命往往与经济目标

冲突, 需要通过组织理念的混合性实现协调。例

如, 慈善文化注重短期救济, 而问题解决文化则

偏向长期系统性方案, 两者需要在社会企业中动

态融合(Dees, 2012; Dorobat et al., 2024)。此外, 组

织理念的混合性被证明能够有效抑制使命偏离 , 

帮助社会企业在双重目标之间找到平衡, 提高社

会影响力(刘志阳, 邱振宇 等, 2024)。问题的混合

性使得社会创业问题求解更为复杂, 但同时也为

实现更广泛的社会价值提供了可能。(2)伦理驱动

的问题求解过程。社会创业问题求解往往以伦理

为核心 , 通过道德想象力和同情心驱动决策行

为。同情心能够激励社会创业者关注社会问题并

整合资源, 但也可能因忽视成本或风险而产生负

面效应(Miller et al., 2012)。另一方面, 道德想象

力帮助创业者在多样化利益相关者之间实现平衡, 

通过伦理反思确保决策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

(McVea, 2009)。这种伦理驱动的问题求解为社会

创业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价值支持, 同时也增加了

其复杂性。(3)制度嵌入性与资源动员。社会创业

问题求解深受制度环境与资源条件的影响, 尤其

是在资源整合与激励机制方面。研究表明, 政府

资助在社会创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资助期后

的资源整合主要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动员能力(卫

田, 万倩雯, 2023)。同时, 制度设计通过公共意识

提升与时间设定等方式激励创业者参与社会问题

的解决, 这种制度嵌入性为社会创业提供了重要

的外部支持(Dorado & Ventresca, 2013)。 

问题求解效果评估方法涉及多维度的效应测

度方法。从结果导向维度考察, 主要包含解决方

案的新颖性、实用性和整体质量等评估指标

(Althuizen & Wierenga, 2014)。从过程导向维度分

析, 则聚焦于知识探索的深度维度(深层次认知加

工)和广度维度(知识域跨度), 以及解决方案的产

出效率(Althuizen & Reichel, 2016)。此外, 解决方

案的可执行性、战略价值和环境效应等维度也构

成了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Boussioux et al., 2024)。 

2.3  人机协作的相关研究 

人机协作(Human-AI Collaboration)是人工智

能时代的重要议题, 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

关注(张志学 等, 2024)。人机协作驱动因素的研

究表明, 个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接纳受多重因

素的综合影响。个体心理特征(网络隐私顾虑、自

我效能感、专业知识储备、平等观念)、人口统计

学变量(性别、年龄)、人机协作情境(人工智能参

与决策的影响力、应用场景)以及文化背景(国别、

组织文化、个人价值观、宗教信仰)均对人工智能

在有用性、公平性和潜在风险方面的主观感受产

生重要影响, 进而塑造个体对其的接纳态度(裘江

南 等, 2024; Davenport & Ronanki, 2018; Kellogg 

et al., 2020)。 

当前研究聚焦人机协作过程, 重点探讨其阶

段划分、协作特点、互动模式以及协作设计原则

等关键议题。人机协作过程体现了人类与技术之

间能动性的动态交互, 受过去经验、当下情境和

未来预期的影响, 呈现出实践活动的动态性和时

间性特征(Pickering, 1993; Venters et al., 2014)。组

织通过人机协作解决问题的过程可分为预搜索、

搜索和后搜索三个阶段(Raisch & Fomina, 2025)。

在此过程中, 人机互动呈现出能力互补、知识整

合以及持续学习与适应的特点(Choudhary et al., 

2025; Raisch & Fomina, 2025)。人类凭借专业知

识、创造力和情境理解能力, 对机器的计算和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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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结果进行评估和筛选; 机器通过从人类反馈中

学习, 不断完善问题表征和解决方案。双方在交

互中整合彼此的知识, 产生更具创新性和综合性

的成果, 并持续调整行为策略以适应变化的问题

情境(Baumann et al., 2019)。学者普遍认为, 人机

协作可采取增强或自动化两种模式(谢小云  等 , 

2021; Wilson & Daugherty, 2018)。前者是指人类

与机器密切协作完成任务, 后者意味着机器代替

人类、自行执行工作任务; 二者在管理实践中呈

现出矛盾与依存的悖论关系(Raisch & Krakowski, 

2021)。组织需平衡自动化和增强的张力, 通过差

异化和整合达成良性循环(Murray et al., 2020)。值

得注意的是, 人机协作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概念

对偶和关联对偶效应(Seeber et al., 2020)。概念对

偶如积极/消极情感、团队知识增减等, 关联对偶

则包括决策质量与批评能力、工作速度与认知负

荷等变化。面对人机协作过程中的复杂效应, 组

织需采取相应的策略和原则以实现人机优势互

补、协同共进。一方面, 人机协作的设计则需兼

顾机器设计、协作设计和制度设计三个关键领域

(Seeber et al., 2020); 另一方面, 组织需在人机协

作设计中遵循 6 项原则: 合理配置智能资源、精

准分配任务、优化替代策略、促进参与者多样性、

提升协作技能, 以及确保算法的可解释性和责任

担当。 

心理学视角下的人机协作研究主要聚焦于人

机信任、认知负荷与心理感知三大议题, 为理解

人机交互中的个体认知过程提供了重要基础。第

一 , 人机信任是人机协作成功的心理基础。

Glikson 和 Woolley (2020)系统梳理了人机信任的

决定因素, 揭示了 AI 的有形性、可靠性与拟人化

对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的差异化作用。研究基于

人机投射假说, 阐释了个体从自身认知、情感与

行动智能出发理解机器人并与之互动的心理机制

(王晨 等, 2024)。进一步研究表明, 个体的自我信

心比对 AI 的信心更能决定其是否接受 AI 建议

(Chong et al., 2022), 而过度信任与信任不足均会

妨碍协作, 需通过信任抑制与信任提升的双途径

进行校准(黄心语, 李晔, 2024; 于雪, 2022)。第二, 

认知负荷是影响人机协作效能的关键心理变量。

研究发现, 主任务反应时、注视行为等指标对认

知负荷变化敏感, 多维综合评估模型能更有效地

测量人机交互中的认知负荷水平 (李金波  等 , 

2010); 在此基础上, 决策控制与解释机制能够通

过降低认知负荷进而提升用户信任与服从度

(Westphal et al., 2023)。第三, 心理感知与责任归

因塑造人机协作行为。拟人化通过缩短心理距离

促进用户对 AI 的积极态度(Li & Sung, 2021), 心

智感知则决定技术能否被视为真正的团队成员

(Harris-Watson & Larson, 2026); 然而, 人机合作

也可能通过主体责任感的中介作用使个体在风险

决策中更加冒险(耿晓伟 等, 2025), 甚至诱发社

会懈怠与责任转移现象 (Fügener et al., 2022; 

Stieglitz et al., 2022)。 

2.4  注意力基础观的相关研究 

注意力研究是认知心理学的核心议题。

Kahneman (1973)系统论述了注意力作为有限认

知资源的分配机制, 指出个体在任何给定时刻均

需在多重任务间进行资源权衡, 这为组织层面的

注意力研究奠定了微观基础。注意力基础观

(Attention-Based View, ABV)是由 Ocasio (1997)提

出的解释组织行为和决策的理论框架, 核心观点

认为企业行为是企业引导和分配决策者注意力的

结果。该理论突破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 , 

提供了一个更为行为主义的视角来解释组织决策

过程(吴建祖 等, 2009; 张明 等, 2018)。ABV 理

论建立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则之上: 注意力焦点

原则、情境注意力原则和注意力结构分配原则。

这些原则共同阐释了注意力如何成为连接认知与

行动的桥梁(刘景江, 王文星, 2014)。本质上, 注

意力基础观是将认知心理学关于注意力有限性与

选择性的微观假设提升至组织层面的理论尝试

(Brielmaier & Friesl, 2023)。 

从认知神经科学视角来看, 注意力并非单一

构念, 而是由多种功能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构成。

Posner 和 Petersen (1990)提出了注意力系统的三

功能架构 , 即定向、警觉与执行控制。Sohlberg

和 Mateer (1987)在临床神经心理学传统中提出的

注意力层级模型, 将注意力划分为集中注意力、

持续注意力、选择性注意力、交替注意力和分配

注意力五个递进层级。Ocasio (2011)在借鉴认知

神经科学成果的基础上, 将组织注意力划分为三

种形式: 注意力视角(Attentional Perspective)、注

意力投入(Attentional Engagement)和注意力选择

(Attentional Selection)。第一, 注意力视角是指自

上而下的认知和动机结构, 长期引导对相关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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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应的关注。第二, 注意力投入是指有意识、

持续地分配认知资源以指导问题解决、规划、意

义构建和决策的过程。注意力投入包含交替性注

意 力 (Alternating Attention) 和 持 续 性 注 意 力

(Sustained Attention)两个核心要素 (Sohlberg & 

Mateer, 1987)。前者是指个体在多目标之间灵活切

换、规划任务和解决冲突的能力; 后者指个体能

够长时间专注于某一特定目标或任务的能力, 尤

其是在需要长期投入和耐心的情境中 (Ocasio, 

2011)。第三, 注意力选择是指自动或有意识注意

过程的结果, 最终选择关注特定刺激而排除其他

刺激。 

持续性注意力根植于认知心理学的警觉性

(Vigilance)研究传统。Mackworth (1948)首先刻画

了警觉性衰退(Vigilance Decrement)现象, 即个体

在长时间监测任务中检测准确率随时间下降的规

律。后续研究表明, 持续性注意力的神经基础涉

及右侧额顶网络与基底前脑胆碱能系统(Langner & 

Eickhoff, 2013; Sarter et al., 2001); 其衰退既源于

认知资源的耗竭, 也与心智游移(Mind-Wandering)

引发的注意控制失败密切相关(Humphrey et al., 

2026; Thomson et al., 2015)。与强调空间或对象维

度过滤的选择性注意力不同, 持续性注意力强调

时间维度上对目标的持久保持。 

交替性注意力则植根于认知心理学的任务切

换(Task Switching)研究传统。Monsell (2003)指出, 

个体在不同任务间切换时会产生显著的切换成本

(Switch Cost), 其本质是任务集重构所需的认知

代价; 切换代价源于任务集惯性、线索−任务关联

以及注意焦点的再定向等多重因素(史艺荃, 周晓

林, 2004; Kiesel et al., 2010)。从执行功能视角看, 

交替性注意力与认知灵活性密切相关, 是执行功

能中“切换”成分的核心体现(Miyake et al., 2000)。

与涉及同时处理多任务的分散注意力不同, 交替

性注意力强调序列性、有意识的注意焦点重定向。 

注意力基础观强调, 注意力是连接认知与行

为的中介机制。注意力焦点的选择直接影响管理

者对外部事件的感知和应对方式。Ocasio (1997)

提出, 注意力的结构性分配能够解释企业在面对

同样环境时为何产生不同的行为表现。此外, 注

意力的分配不仅影响个体行为, 还会通过群体互

动塑造组织行为。研究表明, 注意力的分散性与

冗余性可能导致组织在应对复杂问题时出现决策

拖延或行为失效(Eklund et al., 2025)。 

注意力配置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

用。从认知心理学视角看, 个体在问题解决中的

注意力参与方式影响其采用的解决策略, 形成问

题导向(关注框架化)和解决导向(关注实施)两种

主要路径(Laureiro-Martinez et al., 2023)。从动态

能力视角看, 注意力控制(引导关注)与问题解决

(识别根本问题)的交互构成了组织调整日常能力

的核心机制(Schulze & Brusoni, 2022)。注意力与

社会网络结构的交互塑造了不同的问题解决路

径。高约束网络中的个体倾向于采用“询问逻辑”, 

集中注意力于特定信息源; 而低约束网络中的个

体则采用“重组逻辑”, 将注意力分散到多个信息

源(Rhee & Leonardi, 2018)。从管理心理学的创业

认知视角看, 创业者的注意力配置直接影响其机

会识别与决策质量。Mitchell 等(2002)将创业认知

界定为创业者在机会评估与价值创造中的知识结

构与信息加工过程; Baron (2007)进一步指出, 创

业者的认知特性塑造了其对环境刺激的注意选择

与解读方式。后续研究发现, 创业警觉性、注意

力投入模式以及认知灵活性均显著影响创业者对

机会的感知与判断 (马鸿佳  等 , 2023; Shepherd 

et al., 2017)。当管理者同时关注多个战略问题时, 

对替代性议题的关注会削弱对焦点议题关注与行

动之间的联系(Eklund et al., 2025)。这种“注意力

分散”效应在资源有限的小型组织中尤为显著 , 

说明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 其有效配置对问题

解决至关重要。注意力基础观因其对认知与行为

的深刻洞察 , 已广泛应用于战略管理 (焦豪  等 , 

2024; Eklund et al., 2025)、创新创业(Haas et al., 

2015)以及社会创业等多个领域。 

2.5  现有研究的不足 

(1)缺乏对社会创业混合情境下问题求解过程

的系统揭示。尽管现有研究已深入探讨了社会创

业的混合性特征, 关注了混合身份、混合形态和

混合环境等多个维度(刘志阳, 邱振宇 等, 2024; 

Battilana et al., 2017; Shepherd et al., 2019), 但对

于社会创业者如何在实际决策情境中开展问题求

解的过程机制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与系统性研究。

具体而言, 现有文献多从静态视角探讨混合组织

的特征和挑战(如身份冲突、合法性挑战等), 或侧

重理论层面的逻辑分类与概念界定 (Battilana & 

Lee, 2014; Battilana et al., 2022), 而忽视了问题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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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过程中如何处理多重逻辑冲突、如何实现跨逻

辑动态权衡与整合的认知机制研究(如注意力选

择、分配与转移)。此外, 现有文献对社会创业混合

问题求解的测量方法较为单一, 缺乏对问题类型、

过程维度、结果维度的综合测量框架, 难以全面

体现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2)人机协作对社会创业情境下混合问题求解

的作用机制尚不明晰。当前关于人机协作的研究

大多聚焦于一般性组织情境, 关注于人机互动过

程、协作模式与结果 (Raisch & Fomina, 2025; 

Seeber et al., 2020), 而鲜有研究将人机协作置于

社会创业这一特殊情境下, 尤其缺乏对人机协作

如何影响社会创业解决复杂混合问题的深层次探

讨。社会创业面临社会使命与经济目标并存的混

合性挑战, 这种混合性使问题求解过程更为复杂

(Battilana et al., 2022; Dorobat et al., 2024)。虽然

现有研究指出人机协作能够提升组织决策质量与

创新能力(Boussioux et al., 2024), 但对其如何帮

助社会企业识别、权衡和整合多重目标以实现混

合价值的机理尚缺乏深入剖析。因此, 亟待从人

机协作视角探讨社会创业情境下混合问题求解的

影响机制, 以明确人工智能如何通过注意力的引

导、分配与聚焦促进社会创业组织的混合问题求

解能力。 

(3)注意力基础观在解释人机协作影响社会创

业混合问题求解过程中的应用研究不足。尽管注

意力基础观已广泛应用于战略管理、创新创业等

领域(Nicolini & Korica, 2021; Vuori & Huy, 2016), 

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将其与人机协作问题求解相结

合, 尤其是在社会创业情境下更为少见。注意力

基础观强调组织行为是管理者注意力结构性分配

的结果(Ocasio, 2011), 而社会企业在面对混合性

问题时, 通常存在注意力分配困难和决策偏差的

挑战(Pache et al., 2024)。已有研究大多停留于从

管理团队注意力配置的角度分析社会创业组织的

混合性问题(Stevens et al., 2015), 较少从组织层

面考察人机协作如何重塑注意力的结构性分配 , 

进而优化社会创业组织的混合问题求解过程。因

此,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注意力基础观在解

释人机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影响中的理

论价值, 揭示人工智能与人类协作机制如何通过

组织层面的注意力结构性配置提升社会创业组织

的决策与行动效能。 

(4)认知心理学的微观注意力机制在人机协作

情境中的整合不足。不同于注意力基础观对组织

层面注意力配置的宏观讨论, 认知心理学对个体

注意力加工机制的研究在人机协作影响社会创业

混合问题求解议题上的应用尚显薄弱。一方面, 认

知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多通过警觉性衰退(Humphrey 

et al., 2026; Mackworth, 1948)与任务切换代价

(Kiesel et al., 2010; Monsell, 2003)等范式揭示注

意力的加工规律, 但这些微观认知机制在 AI 介入

的真实创业决策中如何表达, 尚缺乏系统检验。

另一方面, 创业认知研究虽已关注创业者的信息

加 工 过 程 (Baron, 2007; Mitchell et al., 2002; 

Shepherd et al., 2017), 但对个体持续性与交替性

注意力的加工差异关注不足。更重要的是, 持续

性与交替性注意力之间权衡, 在 AI 介入下的个体

认知加工层面如何重构, 又如何作用于社会价值

与经济价值的双重求解, 尚缺乏心理学层面的系

统考察。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以注意力基础观为理论视角 , 围绕

“人机协作如何影响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这一

核心问题展开研究。首先, 从人机协作与社会创

业混合问题求解的概念解析和理论框架构建入手, 

明确两者的内涵、分类和测度, 基于注意力基础

观理清二者的逻辑联系, 并据此构建了理论整合

框架(研究内容一)。其次, 分别聚焦于三种典型人

机协作模式, 即 AI 主导式协作、人类主导式协作

和人机交互式协作模式, 深入探讨不同协作模式

与社会创业者注意力投入的关系, 以及如何通过

注意力投入机制影响社会创业混合问题的求解过

程和效果(研究内容二至四)。本研究的总体研究框

架如图 1 所示:  

3.1  研究内容一: 人机协作与社会创业混合问题

求解的概念解析与理论框架 

研究内容一旨在构建人机协作与社会创业混

合问题求解的理论基础框架。本部分旨在回答三

个研究问题: 如何定义人机协作? 如何定义社会

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二者有何联系? 针对上述问

题 , 研究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 , 厘清人机协作

的概念与分类, 尤其是在社会创业情境下的特殊

性; 第二, 明确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概念界

定、类型划分及测度方法; 第三, 基于注意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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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机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影响机制研究框架 
 

 
 

图 2  人机协作与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概念解析与理论框架 
 

观探讨人机协作与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理论

联系。通过以上研究, 为后续深入探讨不同协作

模式的作用机制奠定理论基础。研究框架见图 2。 

3.1.1  人机协作的概念和模式 

人机协作(Human-AI Collaboration)是指人类

智慧与人工智能通过结合各自优势——人类的创

造性、社会性与 AI 的计算能力和逻辑性, 共同完

成认知和决策任务的过程 (Choudhary  e t  a l . , 

2025)。社会创业情境下的人机协作区别于商业创

业场景的人机协作 ,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首先, 混合价值导向性, 社会创业情境下的人机

协作需要在社会使命、经济可持续性等混合目标

之间寻求平衡, 这种混合目标带来了显著的认知

张力(Dorobat et al., 2024)。其次, 高度情境依赖性, 

社会问题通常深度嵌入于复杂的社会文化情境中, 

要求 AI 系统具备对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能

力, 而非仅依赖于普适性算法(张志学 等, 2024)。

最后, 多元利益相关者, 社会创业决策涉及多元

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与平衡, 要求人机协作能够整

合不同群体的需求与利益(McVea, 2009; M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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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人机协作模式及流程 
 

et al., 2012)。 

如图 3 所示, 根据人机分工特征, 人机协作

可分为 AI 主导式协作、人类主导式协作和人机交

互式协作三种模式(Raisch & Fomina, 2025)。第一, 

AI 主导式协作采用解决方案聚焦策略(Solution- 

Focused Strategy), 即 AI 先独立执行问题定义与

解决, 生成远距离创新解决方案, 人类再对解决

方案进行筛选与优化。这种策略适用于数据丰富、

问题结构化程度高的场景。第二, 人类主导式协

作采用问题聚焦策略(Problem-Focused Strategy), 

即 AI 先提出社会问题表征与框架, 人类再基于

AI 提供的问题框架搜索解决方案。这种策略有助

于社会创业者突破认知局限, 从更广阔的视角思

考问题。第三, 人机交互式协作是人类与 AI 对等

协作的模式 , 采用问题 −解决方案配对策略

(Problem-Solution Pair Strategy), 即人类与 AI 在

搜索过程中持续互动, 动态整合知识与反馈, 迭

代优化问题−解决方案配对 (von Hippel & von 

Krogh, 2016)。这种策略适用于复杂性高、不确定

性强的社会问题解决。 

3.1.2  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概念及测度 

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内涵。社会创业混

合问题求解是社会创业者在面对社会逻辑与经济

逻辑交织的混合问题时, 通过权衡、选择与动态

调整, 制定能有效兼顾混合逻辑的解决方案的过

程。该过程本质上是对组织注意力资源的战略性

分配, 体现为创业主体在目标冲突、资源约束和

治理困境中不断调整决策优先级的动态适应机

制。其核心矛盾可解构为三个维度: 首先, 混合价

值主张矛盾: 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张力平衡。

社会逻辑注重社会问题解决和公共福祉创造, 具

有长期性、难量化的特征; 经济逻辑则关注财务

绩效和短期回报 , 以市场机制和效率指标为导

向。社会创业者需要在两种价值取向间进行持续

权衡与动态调整, 以平衡使命驱动与经济可持续

性。其次, 混合资源利用矛盾: 资源拼凑与资源优

化的策略协同。在资源约束条件下, 社会创业者

面临资源利用方式的战略选择困境: 资源拼凑强

调创造性地利用现有资源, 体现灵活性和适应性; 

资源优化则追求标准化资源的系统整合, 注重效

率提升与规模效应。社会创业者需要在资源约束

下, 平衡创新灵活性与组织效率。最后, 混合治理

矛盾: 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整合。社会创业组

织面对政府、社区、客户、投资人等多方利益诉

求, 需要在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上做出妥善安排, 

建立灵活的制度“护栏”, 动态调整各方优先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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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多元利益的协调与组织合法性的维持。这

三重矛盾的解决过程构成了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

解的核心内容, 要求社会创业者具备持续创新与

动态调适能力。 

社会创业混合问题的分类。结合混合性理论

(Battilana et al., 2017)与 AI 适应性决策框架

(Raisch & Fomina, 2025), 本研究从目标与任务双

重维度解构混合问题的类型 :  其一 ,  目标特性 : 

高混合性与低混合性。混合性的高低不仅取决于

经济逻辑与社会逻辑的相对权重, 还取决于两种

逻辑的强度(Shepherd et al., 2019)。当经济逻辑和

社会逻辑的相对重要性趋于平衡时, 混合性程度

会提高; 相反, 当一种逻辑占据主导地位而另一

种 逻 辑 仅 起 辅 助 作 用 时 ,  混 合 性 程 度 较 低

(Besharov & Smith, 2014)。问题的混合性程度可以

通过目标之间的冲突强度以及整合不同逻辑的难

度来衡量(Battilana et al., 2017)。其二, 任务特性: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借鉴 Simon (1973)的问题分

类理论, 本研究从任务特性维度将混合问题划分

为结构化问题与非结构化问题。结构化混合问题

边界清晰、变量关系明确、目标函数可量化; 而

非结构化混合问题定义模糊、价值权衡高度主观、

变量间关系复杂。结构化问题可通过算法辅助实

现高效求解, 而非结构化问题则需依赖人机协作

的动态表征重构, 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形式(von 

Hippel & von Krogh, 2016)。如图 4 所示, 通过交

叉目标特性和任务特性两个维度, 本研究构建了

2×2 的混合问题分类矩阵, 包含四种典型的混合

问题类型。第Ⅰ类问题为高混合性、非结构化的

混合问题; 第Ⅱ类为高混合性、结构化的混合问

题; 第Ⅲ类为低混合性、结构化的混合问题; 第Ⅳ 
 

 
 

图 4  社会创业混合问题分类框架 

类为低混合性、非结构化的混合问题。每种类型

对应不同的认知挑战与决策特征, 这种分类有助

于理解人机协作在不同混合问题情境中的适用性

与有效性。 

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效果的测度方法。混

合问题求解效果的测量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础环节, 

旨在从多维度科学评估社会创业在解决混合问题

时的实际效果。其一, 混合价值问题求解效果指

标: 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价值平衡性。社会

价值采用社会影响力作为测量指标, 反映社会企

业在满足社会需求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实际成

效。具体可以通过评估解决的社会问题规模、覆

盖的目标群体数量或服务深度等维度进行量化

(刘志阳 , 赵陈芳  等 , 2024; Bacq & Eddleston, 

2018)。经济价值采用收入增长率、投资回报率等

经济绩效指标。价值平衡性评估社会价值与经济

价值之间的协调程度, 通过构建基于社会价值与

经济价值的权重比值的指数进行测量。其二, 混

合资源利用效果指标: 资源拼凑有效性和资源优

化有效性。资源拼凑有效性衡量社会创业者利用

非传统资源的能力, 体现其创新性和低成本资源

整合能力, 具体指标包括资源再利用率、外部资

源使用率等。资源优化能力评估社会创业者对现

有资源的优化和效率提升能力, 可通过资源使用

效率来测量(Desa & Basu, 2013)。其三, 混合治理

问题求解效果指标: 使命偏离和利益相关者满意

度。使命偏离是衡量社会创业组织在混合逻辑中

保持优先级平衡程度的重要指标(Stevens et al., 

2015), 可以通过对决策过程中的偏离程度进行定

量分析 , 例如社会目标优先级变化率或偏离指

数。利益相关者满意度评估多元利益相关者对组

织决策和行动的满意程度, 可通过问卷调查或定

性访谈进行综合评估。 

3.1.3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人机协作与社会创业

混合问题求解的理论联系 

一方面, 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本质上是注

意力选择与分配的过程。首先, 社会创业混合性

(Hybridity)包含了不同逻辑之间的价值冲突与权

衡(Battilana et al., 2017)。社会创业的核心特征在

于同时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而这两种目标

往往存在内在张力(Besharov & Smith, 2014)。社会

创业者需要在经济逻辑与社会逻辑之间进行持续

的权衡、平衡与整合, 这种权衡与整合过程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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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正是对注意力资源在不同逻辑间进行动态引

导与分配的过程(Stevens et al., 2015)。其次, 注意

力基础观的核心假设是注意力的稀缺性(Scarcity 

of Attention)。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认知资源, 每

个个体和组织在特定时空中能用于信息处理的认

知资源都是有限的(Ocasio, 1997)。在社会创业情

境下, 社会、经济等混合目标的共存与冲突使得

社 会 创 业 者 尤 其 需 要 面 对 注 意 力 稀 缺 问 题

(Battilana et al., 2017)。也就是说, 社会创业者无

法同时对所有问题维度、所有目标都给予同等的

关注, 必须进行选择性聚焦和注意力资源的动态

分配。例如, 当社会创业者面对资源稀缺和使命

偏离风险时, 其注意力必须在社会价值和经济可

持续性之间进行选择性聚焦与动态调整, 以有效

协调不同逻辑的冲突, 形成可行的解决方案。再

次 , 从注意力投入的理论构念看 (Ocasio, 2011), 

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过程可以被解构为交替性

和持续性注意力的动态组合过程。交替性注意力

帮助社会创业者在多任务、多目标间灵活切换 , 

进行短期的快速权衡和决策; 持续性注意力则帮

助社会创业者长时间专注于社会目标与问题的解

决 , 保 持 决 策 的 战 略 一 致 性 和 长 期 稳 定 性

(Laureiro-Martinez et al., 2023)。基于此, 本研究对

两类注意力作如下操作化界定: 交替性注意力是

指社会创业者在人机协作过程中于社会逻辑与经

济逻辑等多重目标之间切换认知资源的投入程度, 

其核心指标包括切换频率、切换代价与切换后恢

复效率等。在社会创业情境中, 交替性注意力具

体表现为社会创业者在同一决策情境中并行权衡

社会效益指标与经济效益指标的能力; 在资源拼

凑与资源优化策略之间灵活转换, 根据不同项目

情境在创造性利用现有资源与系统化整合标准资

源之间动态切换; 在与政府、社区居民、投资人、

受益群体等不同利益相关者沟通时, 能够快速切

换话语体系和评估框架。持续性注意力则是指社

会创业者在人机协作过程中对特定目标逻辑维持

聚焦加工的认知投入程度, 其核心指标包括注意

维持时长、注意衰减速率与任务脱离频率等。在

社会创业情境中, 持续性注意力具体表现为社会

创业者在长周期的社会问题解决过程中对核心社

会使命的持续承诺与关注, 避免因短期经济压力

导致使命漂移; 在面对来自市场逻辑的同化压力

或商业利益诱惑时, 仍能持续聚焦于既定社会价

值目标的能力; 对特定弱势群体需求的深度共情

与长期跟踪, 体现为对核心受益群体痛点问题的

持久关注与系统性投入。由此可见, 社会创业者

正是通过交替性与持续性注意力的动态组合, 在

复杂目标系统中实现对稀缺注意力资源的有效引

导与配置。 

另一方面, 人机协作是一种注意力资源重新

配置与优化的过程, 即通过人机任务分配与认知

负荷转移机制, 影响社会创业者的注意力投入方

式。首先, 人的注意力是一种稀缺且有限的认知

资源(Ocasio, 1997)。根据 Sweller (1988)的认知负

荷理论, 人类的工作记忆容量极为有限, 认知负

荷可分解为三类, 包括源于任务复杂性的内在认

知负荷、源于信息呈现方式的外在认知负荷以及

服务于图示构建的相关认知负荷。在传统决策情

境下, 社会创业者需要独立完成信息处理、问题

界定、方案生成与决策优化等全部认知任务, 这

种高度认知负荷状态往往导致创业者的注意力资

源被大量占用在基础性认知任务中, 限制了其对

战略性思考和高阶认知任务的关注 (Laure i ro- 

Martinez et al., 2023), 极易引发注意控制失败、心

智游移与警觉性衰退 (Humphrey et al. ,  2026; 

Thomson et al., 2015)。其次, 人机协作的本质是人

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任务分配与认知负荷转移过

程(Raisch & Fomina, 2025)。AI 作为外部认知支持

系统, 通过分布式认知机制将原本完全由人类内

部加工承担的认知任务部分外化至人机系统中 , 

从而系统性地改变了人类的认知负荷结构。一方

面, AI 通过承担信息检索、数据计算、模式识别

等基础加工任务, 显著降低了创业者的外在认知

负荷, 使工作记忆资源得以释放; 另一方面, AI

通过提供问题表征支架与决策辅助界面, 间接调

节内在认知负荷的可管理性, 使原本难以同时加

工的多重目标得以以模块化方式进入注意焦点。

这种认知负荷结构的重塑直接重构了人类的注意

力分配模式与注意控制方式。当部分认知任务被

AI 承担后, 人类得以将释放出来的注意力资源投

入到更高阶的价值判断、战略思考与伦理审查中, 

实现从被动反应式注意控制向主动选择式注意控

制的转变(Miyake et al., 2000; Posner & Petersen, 

1990)。在协作过程中, 人工智能能够承担原本由

社会创业者独立完成的部分信息处理、问题定义、

方案生成等认知任务, 从而显著减少社会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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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机协作模式及其注意力视角 

协作模式 问题求解策略 注意力视角 典型应用场景 

AI 主导式协作 解决方案聚焦策略 自下而上(Bottom-Up)
社会影响力量化评估、扶贫资源精准匹配、公益项

目风险预警等数据密集型与结构化程度高的场景 

人类主导式协作 问题聚焦策略 自上而下(Top-Down)
社区需求诊断、利益相关者诉求识别、社会问题边

界界定等需要价值判断与情境理解的场景 

人机交互式协作 问题−解决方案配对策略 上下结合(Interactive)
复杂社会创新项目、跨界合作模式探索、长期可持

续发展规划等高不确定性、高混合性的场景 

 

在这些基础性任务上的认知负担(Samuel et al., 

2024)。也就是说, 通过人机任务分配, AI 承担了

部分认知负荷, 进而释放出了创业者有限的注意

力资源。再次, 不同的人机协作模式在认知负荷

转移的类型和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会对社

会创业者注意力资源的释放方式与配置方向产生

差异化影响 , 从而重塑创业者的注意力视角

(Dennis et al., 2023)。具体来看(见表 1): 在 AI 主

导式协作模式下, AI 系统承担了主要的认知负荷, 

包括问题识别、信息分析和方案生成等复杂任务, 

创业者只需对 AI 生成的方案进行筛选和优化。这

种认知负荷的转移使创业者的注意力被释放出来

用于长期战略思考和价值判断, 形成了一种自下

而上(Bottom-Up)的注意力视角。在人类主导式协

作模式中, AI 系统着重于明确问题框架和界定问

题边界, 创业者则集中注意力去识别和探索具体

的解决方案。这种情况下, AI 承担了问题结构化

的认知负荷, 从而引导创业者聚焦于短期问题的

快速判断与决策任务, 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Top- 

Down)的注意力视角。在人机交互式协作模式下, 

人类与 AI 在解决问题的不同阶段中持续互动, 认

知负荷的转移与分担具有动态性与交互性。人机

双方持续地交换信息、反馈与知识, 不断进行问

题重构与方案迭代, 促使创业者注意力资源同时

得到动态优化与重新配置。这种协作模式不仅释

放了创业者有限的认知资源, 更通过持续的互动

机制优化了创业者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整体理解

与认知能力, 形成了一种上下结合(Interactive)的

综合注意力视角。可见人机协作本质上并非简单

的任务分工或知识交互, 而是通过认知负荷转移

与任务重新分配, 释放并重新配置了社会创业者

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在此过程中, AI 不再仅是工具

性的任务执行者, 而是通过重构人类认知负荷结

构、调节注意力分配模式与控制方式的认知伙伴, 

能够推动注意力资源在人机之间动态、协同地再

分配, 使社会创业者得以更有效地投入注意力。 

综上所述, 本研究遵循注意力基础观, 识别

了人机协作与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理论联系

(见图 5)。具体而言, 人机协作通过任务分配与认

知负荷转移机制, 重塑社会创业者的注意力视角, 

从而影响注意力投入; 而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则由于经济逻辑与社会逻辑间的冲突与权衡, 要

求创业者对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进行动态选择与分

配。因此, 人机协作和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之

间隐含着以“注意力”为纽带的理论联系。基于以

上理论联系, 本研究构建了以“人机协作−注意力

投入−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为核心的整合性研

究框架, 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图 5  注意力基础观下人机协作与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

解的理论联系 

 
3.2  研究内容二: 解决方案聚焦: AI 主导式协作

的混合问题求解机制 

研究内容二聚焦 AI 主导式协作模式, 探讨其

在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中的作用机制, 旨在回

答“AI 主导式协作如何影响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

解? ”的研究问题。为此, 本部分研究包括三个方

面: 首先, 分析 AI 主导式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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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AI 主导式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作用机制研究框架 
 

题求解的作用机制; 其次, 探讨社会创业者持续性

注意力投入的中介效应; 最后, 考察人机因素(创

业者专业知识、AI 可解释性和人机信任)和问题类

型(混合性、结构化)的调节作用。研究框架见图 6。 

3.2.1  AI 主导式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的影响机制 

AI 主导式协作模式采用解决方案聚焦策略, 

即 AI 独立执行问题定义与解决方案生成, 人类负

责结果筛选与优化(Raisch & Fomina, 2025), 有助

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解决方案的可行性, 促进

混合问题求解。其作用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首先, 创新性解决方案生成。AI 系统通过

潜在表征能力 , 突破人类认知的局部搜索陷阱 , 

生成“远距离创新方案”。研究表明, AI 在战略可行

性、财务价值和环境价值等维度的表现优于纯人

类方案(Boussioux et al., 2024)。特别是在结构化程

度较高的混合问题中, AI 的全局搜索能力可以扩

展解空间 , 提供超出创业者认知局限的解决思

路。其次, 资源拼凑优化。在搜索阶段, AI 系统通

过调用历史案例库与知识图谱, 提供系统化的解

决方案与最佳实践参考。这种技术能力与社会创

业者的社会资本动员和非正式合作网络能力形成

互补(卫田, 万倩雯, 2023; Dees, 2012)。这种资源

互补性使得社会企业能更好地应对资源稀缺与使

命偏离的挑战。最后, 价值整合与伦理审查。在

后搜索阶段, AI 基于量化指标提供客观评估, 而

创业者基于专业经验、道德想象力和同情心进行

主观判断(Miller et al., 2012)。这种双重视角的价

值整合机制, 有助于在保持经济可持续性的同时

维护社会使命, 实现双重目标的动态平衡。 

3.2.2  社会创业者持续性注意力投入的传导路径 

首先, AI 主导式协作中 AI 主导方案生成, 通

过自下而上刺激释放人类的持续性注意力, 减少

认知冲突。AI 主导式协作发挥联合认知扩展机制, 

帮助社会创业者突破知识边界, 将注意力从短期

问题转向长期战略目标, 提高持续性注意力。在

AI 主导式协作中, AI 提供深度社会信息挖掘和社

会机会识别的结果, 社会创业者以实施导向的认

知对这些结果进行评估和筛选(Laureiro-Martinez 

et al., 2023)。这种自下而上的注意力过程能够帮

助社会创业者聚焦于长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任

务, 避免因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分散(Seeber et al., 

2020)。 

其次, AI 主导式协作通过提高社会创业者持

续性注意力, 增强混合逻辑可及性(Accessibility),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促进混合问题求解。AI 通过

全局搜索和远距离创新方案生成, 降低了社会创

业者的认知负担, 使其能够将持续性注意力集中

于关键逻辑的筛选与应用(Boussioux et al., 2024)。

在此过程中, 解决方案聚焦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会创业者将注意力专注于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评

估和优化设计, 确保逻辑知识的深度调用与长期

一致性(Ocasio, 2011)。例如, AI 在社会创业资源

分配中提供不同干预措施的模拟结果, 帮助创业

者持续关注长期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决策点, 从

而通过持续性注意力的中介作用, 实现混合逻辑

对复杂问题求解的优化支持。 

3.2.3  AI 主导式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

边界条件 

遵循注意力结构化和情境化原则 (Oca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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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AI 主导式协作影响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的过程中, 存在两类关键的调节变量: 一类是人

机因素, 影响 AI 主导式协作与持续性注意力的关

系, 另一类是问题类型, 直接调节 AI 主导式协作

与混合问题求解效果的关系。这两类调节效应通

过不同机制发挥作用。 

人机因素调节 AI 主导式协作对持续性注意

力投入的影响。依据 Sweller (1988)的认知负荷理

论, 人类所承担的认知任务类型决定了其面临的

核心认知负荷构成, 进而影响注意力投入的关键

瓶颈因素。在 AI 主导式协作模式下, 人类的核心

认知任务转变为对 AI 输出的评估与筛选, 其认知

瓶颈并非源于任务本身的复杂性, 而在于能否准

确理解 AI 生成内容、有效评判其合理性以及是否

具备充足的认知投入意愿。基于此, 关键调节因

素聚焦于人机认知界面, 具体包括创业者专业知

识、AI 可解释性与人机信任三个维度。首先, 创

业者专业知识通过“知识桥接”机制正向调节注意

力分配(Kou & Harvey, 2022)。当社会创业者具备

深厚的领域知识时, 能够更准确地识别 AI 输出中

的关键信息点, 并将注意力持续投入到这些价值

信息上。相比之下, 专业知识不足的创业者难以

从 AI 生成的大量信息中筛选出值得关注的关键

点, 导致注意力分散或错位, 无法形成持续的聚

焦。其次, AI 可解释性通过降低外在认知负荷正

向调节注意力维持水平。当 AI 具备较高的可解释

性时, 创业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 AI 决策逻辑, 减

少解析 AI 输出所需的认知资源, 从而将更多注意

力资源投入到关键问题的持续思考中。当团队成

员能够理解 AI 输出的决策依据时, 他们更能够保

持对任务的持续关注(Dennis et al., 2023)。反之, 

黑盒式 AI 则可能导致创业者在理解 AI 输出上消

耗过多认知资源, 降低对核心问题的持续性注意

力。再次, 人机信任正向调节注意力资源的开放

共享程度。人机信任水平决定了社会创业者对 AI

建议的认真程度和注意深度 (齐玥  等 , 2024; 

Glikson & Woolley, 2020)。当人机信任水平较高时, 

创业者更愿意深入考虑 AI 提供的信息, 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持续的思考; 相反, 低信任会导致创业

者对 AI 输出采取浅层处理, 难以形成持续性注意

力的深度投入。这种信任机制在 AI 主导式协作模

式中尤为关键, 因为该模式下 AI 负责大部分问题

定义与解决方案生成, 创业者需要对 AI 输出有足

够信任才能保持持续关注。 

问题类型调节 AI 主导式协作对混合问题求

解的效果。问题混合性和问题结构化这两个因素

主要调节 AI 主导式协作对混合问题求解效果的

直接影响。一方面, 问题混合性的负向调节效应。

高混合性问题通常涉及复杂的价值权衡与多元利

益相关者考量。然而, AI 在处理价值冲突和道德

权衡方面存在固有局限, 难以完全把握问题的社

会−商业混合本质。在 AI 主导式协作模式下, AI

独立生成的解决方案可能无法充分捕捉这种混合

性的微妙之处, 导致解决方案在社会价值与商业

可持续性平衡方面不够理想。相比之下, 在混合

性较低的问题中, 目标相对单一或各维度边界清

晰, AI 能够更精准地定义问题边界并生成有效解

决方案。另一方面, 问题结构化的正向调节效应。

问题结构化通过影响人机分工合理性调节协作效

果。在结构化程度较高的问题情境中, 问题具有

清晰的目标、限制条件和求解路径, 这种明确性

能够充分发挥 AI 的系统性搜索优势和人类的目

标审查能力 , 形成合理的人机分工 (Fabri et al., 

2023)。在社会创业情境中, 社会影响力量化评估

等结构化问题能够更好地匹配 AI 主导式协作模

式的特点: AI 系统负责系统性的数据分析和建模, 

创业者负责结果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审查, 从而提

高最终的问题求解质量和效率。 

3.3  研究内容三: 问题聚焦: 人类主导式协作的

混合问题求解机制 

研究内容三聚焦人类主导式协作模式, 探讨

其在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中的作用机制, 旨在

回答“人类主导式协作如何影响社会创业混合问

题求解? ”的研究问题。为此, 本部分研究包括三

个方面: 首先, 分析人类主导式协作对社会创业

混合问题求解的作用机制; 其次, 探讨社会创业

者交替性注意力的中介效应; 最后, 考察人机因

素(创业者认知风格、情感状态和人机认知对齐程

度)和问题类型(混合性、结构化)的调节作用。研

究框架见图 7。 

3.3.1  人类主导式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的影响机制 

人类主导式协作模式采用问题聚焦策略, 即

AI 先提出社会问题表征与初步解决思路, 社会创

业者再基于 AI 提供的问题框架搜索解决方案

(Raisch & Fomina, 2025), 可以提高问题定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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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人类主导式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作用机制研究框架 

 
以及解决方案的适应性, 有效平衡多元利益相关

者的诉求, 促进混合问题求解。其作用机制具体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混合目标协同对齐。

在预搜索阶段, AI 通过深度数据分析与情感计算

能力, 识别并量化受益群体的真实需求与潜在影

响, 为创业者提供更具证据基础的预测, 帮助社

会与经济双重目标更好地对齐。研究表明, AI 辅

助下的问题界定能够同时考虑社会价值与市场需

求, 减少使命偏离风险(Battilana et al., 2022)。其

次, 问题结构分解优化。在搜索阶段, AI 能将社会

创业的混合问题分解为可并行处理的子问题系统, 

帮助创业者更全面把握问题的多维度属性。这种

结构分解与并行处理能力, 使得创业者能够更有

效地应对社会企业面临的资源稀缺与决策复杂性

挑战(Santos et al., 2015)。最后, 框架化导向认知

支持。AI 提供的问题结构化框架减轻了社会创业

者在信息收集与整合阶段的认知负担, 使其能够

将更多注意力资源用于混合任务的权衡和实施决

策(Seeber et al., 2020)。 

3.3.2  社会创业者交替性注意力投入的传导路径 

首先, 人类主导式协作中 AI 提供问题框架, 

通过自上而下引导优化交替性注意力投入, 降低

短期信息处理负荷。在混合目标情境下, 社会创

业者的认知负荷大幅增加。框架化导向的人类主

导式协作减轻认知负荷, 提高交替性注意力。在

人类主导式协作模式中, AI 通过框架化导向的自

上而下注意力过程, 帮助社会创业者构建问题的

结构化表征, 减轻其认知负荷, 使其能够将更多

注意力用于混合任务的权衡和实施, 从而提升交

替性注意力(Samuel et al., 2024)。 

其次, 人类主导式协作通过提高社会创业者

交替性注意力 , 动态平衡多元利益相关者诉求 , 

提升混合逻辑可用性 (Availability), 促进混合问

题求解。人类主导式协作模式首先通过 AI 系统对

复杂问题进行初步表征与框架化处理, 将混合逻

辑的关键要素提炼为明确的结构, 从而提升混合

逻辑的可用性, 即社会创业者在决策过程中对多

种逻辑知识的掌握程度。在此基础上, 社会创业

者采用问题聚焦策略, 将注意力集中于问题的识

别、优先级排序和框架化阶段, 明确混合问题的

核心矛盾与边界。在这一过程中, 创业者交替性

注意力投入作为中介变量, 通过优化资源分配与

目标权衡 , 推动混合逻辑在问题求解中的应用

(Ocasio, 1997)。例如, 当 AI 提供社会影响与经济

收益的关键指标时, 社会创业者能够依托这种框

架化逻辑体系快速筛选和排序决策选项, 最终提

高混合问题求解的效率与质量。 

3.3.3  人类主导式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的边界条件 

遵循注意力结构化和情境化原则(Ocasio, 1997), 

本部分考虑人机因素和问题类型的调节作用。 

人机因素调节人类主导式协作对交替性注意

力投入的影响。借鉴 Sweller (1988)的认知负荷理

论, 人类主导式协作模式下人类的核心认知任务

转变为基于 AI 提供的框架开展创造性搜索与多

目标权衡, 其认知瓶颈不再集中于理解 AI 输出, 

而在于能否在结构化框架基础上进行灵活开放的

生成性加工, 并实现多元利益相关者诉求间的动

态切换。这一任务特征要求人类具备与框架化信

息相适配的认知加工模式、足够的认知灵活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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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 AI 表征方式的兼容性。因此, 关键调节因素

聚焦于人类内部认知特征与状态, 具体包括创业

者认知风格、情感状态与人机认知对齐三个维度。

第一, 创业者认知风格通过加工模式匹配性正向

调节交替性注意力投入。分析型认知风格的社会

创业者更擅长对 AI 提供的系统化框架进行解构

与整合, 能够更有效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关

键维度上; 而直觉型认知风格的创业者则可能在

AI 提供的大量结构化信息中感到束缚, 难以形成

高效的交替性注意力。第二, 积极情感状态通过

认知灵活性机制正向调节注意力质量。社会创业

者情感状态通过认知柔性机制调节注意力质量。

积极情感使创业者更易整合 AI 信息并在多目标

间灵活切换; 消极情感则降低社会创业者对 AI 的

信任度 , 削弱交替性注意力优化效果 (Vuori & 

Huy, 2016)。第三, 人机认知对齐通过框架理解的

兼容性正向调节多目标切换能力。高度认知对齐

使社会创业者能够准确把握 AI 所构建框架的内

在逻辑, 从而在不同利益相关者诉求间实现高效

切换; 低认知对齐度则易引发注意力分散与认知

冲突 , 阻碍多目标权衡的顺畅进行(Davenport & 

Ronanki, 2018)。这种调节机制在人类主导式协作

模式中尤为关键, 因为该模式下 AI 与创业者需围

绕问题框架达成认知共识, 才能促进有效交替性

注意力的形成。 

问题类型调节人类主导式协作对混合问题求

解的效果。一方面, 问题混合性的正向调节效应。

问题混合性通过改变问题框架复杂度调节人机协

作效果。高混合性问题通常涉及更复杂的社会−

经济价值权衡, 这种情况下, AI 提供的初步问题

框架能有效帮助创业者理清问题的多维属性和内

在联系。相较于低混合性问题, 高混合性问题中

的 AI 框架化作用更为凸显, 能够显著提升最终的

问题求解质量(Battilana et al., 2017)。反之, 对于

混合性较低的问题, AI 框架化的价值相对有限。

另一方面, 问题结构化的负向调节效应。问题结

构化通过影响框架价值调节协作效果。非结构化

混合问题情境下, AI 框架化的价值更为突出, 其

生成的初步框架能够大幅提升问题定义的清晰度, 

为创业者后续的方案搜索奠定基础。对于非结构

化社会问题, AI 框架能够帮助创业者识别关键利

益相关者和价值创造点, 显著提高问题求解效率

(Smith & Besharov, 2019)。相比之下, 在结构化程

度高的问题中, AI 框架的边际价值相对较小, 人

类主导式协作的优势不够突出。 

3.4  研究内容四: 问题−解决方案配对: 人机交

互式协作的混合问题求解机制 

研究内容四聚焦人机交互式协作模式, 探讨

其在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中的作用机制, 旨在

回答“人机交互式协作如何影响社会创业混合问

题求解? ”的研究问题。针对此问题, 本部分研究

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 分析人机交互式协作对

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作用机制; 其次, 探讨

社会创业者注意力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 最后 , 

考察人机因素(AI 参与深度、人机信任、人机交互

频率)和问题类型(混合性、结构化)的调节作用。

研究框架见图 8。 

3.4.1  人机交互式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的影响机制 

人机交互式协作模式采用问题−解决方案配 
 

 
 

图 8  人机交互式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作用机制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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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略, 即社会创业者与 AI 在问题求解过程中持

续互动, 通过知识整合与动态反馈持续优化问题

−解决方案配对 , 提高解决方案的新颖性和系统

性 , 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协同创造 (von 

Hippel & von Krogh, 2016)。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混合目标的动态校准。在

预搜索阶段, AI 系统通过实时监测社会需求变化

与资源约束, 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社会创业者

则基于专业判断与使命导向, 对 AI 输出进行价值

解读, 确保决策的社会导向(Cruz, 2024)。这种交

互式校准机制有助于在经济与社会目标间实现动

态平衡。其次, 认知冲突的动态平衡。在搜索阶

段, AI 系统通过多维度利益相关者行为模拟, 构

建动态价值权衡模型; 创业者则基于情境化认知

与经验对 AI 建议进行再加工, 实现在冲突目标中

的平衡(Dorobat et al., 2024)。这种持续互动的认

知整合过程显著提升了复杂问题的解决质量。最

后, 价值冲突与伦理判断。在后搜索阶段, 通过多

轮迭代修正实现决策的精细调整。AI 提供广度与

精度的技术支持, 而人类则负责深度思考与伦理

判断(Samuel et al., 2024), 形成了广度与深度相

结合的问题求解范式。 

3.4.2  社会创业者注意力投入的双重传导路径 

人机交互式协作通过影响创业者的交替性和

持续性注意力投入双重路径 , 激活混合逻辑

(Activation), 优化混合问题求解。具体从以下两

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方面, 人机交互式协作对交替性注意力投

入的影响路径及其作用机制。人机交互式协作模

式通过框架化和实施双重导向驱动混合目标结构

化。AI 通过数据挖掘和趋势预测明确关键绩效指

标及其关联性, 社会创业者则补充 AI 难以捕捉的

隐性价值维度(Cruz, 2024)。这种“上下结合”的注

意力过程降低了目标梳理中的不确定性, 提高了

交替性注意力的投入效率。在此基础上, 人机交

互式协作通过多元视角的迭代融合, 实现认知冲

突的动态平衡。AI 提供客观的价值权衡模型, 创

业者则基于情境认知进行再解读, 从而在冲突目

标中找到平衡点(Dorobat et al., 2024)。交替性注

意力的提升通过激活混合逻辑, 使社会创业者能

够更好地识别和整合多元目标, 实现问题与解决

方案的动态匹配, 提升混合问题求解的效率与准

确性。 

另一方面, 人机交互式协作对持续性注意力

投入的影响路径及其作用机制。人机交互式协作

建立了动态反馈整合机制, 有助于社会创业者管

理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AI 通过多维数据源

的实时分析提供清晰反馈, 创业者则结合情境知

识 进 行 解 释 调 整 , 实 现 注 意 力 的 迭 代 整 合

(Kellogg et al., 2020)。同时, 人机交互式协作通过

认知纠偏与适应机制 , 帮助创业者保持理性专

注。AI 基于客观数据分析纠正社会创业者可能出

现的过度乐观等认知偏差, 确保目标规划的稳定

性(Fossen & Neyse, 2024)。持续性注意力的提升

深化了混合逻辑的激活, 使社会创业者能够持续

关注和平衡多重目标。通过问题−解决方案配对策

略的长期应用, 创业者能够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对

关键目标的持续追踪, 实现解决方案的动态优化

与创新突破(Raisch & Fomina, 2025; Samuel et al., 

2024)。 

3.4.3  人机交互式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

的边界条件 

遵循注意力结构化和情境化原则(Ocasio, 1997), 

本部分考虑人机因素和问题类型的调节作用。 

人机因素调节人机交互式协作对注意力投入

的影响。人机交互式协作模式与前两种模式存在

本质差异, 人类与 AI 在问题求解的各阶段持续互

动, 认知负荷不再由单一主体承担, 而是随交互

过程动态流转与再分配(Sweller, 1988)。此时, 人

类的核心认知任务是在动态交互中维持认知协调

与整合, 其认知瓶颈在于交互过程本身的质量与

强度能否支撑持续的认知协同。基于此, 调节因

素聚焦于人机交互过程的结构性特征, 具体包括

AI 参与深度、人机信任与交互频率三个维度。第

一, AI 参与深度对两类注意力投入呈现差异化调

节作用。对交替性注意力投入而言, AI 参与深度

呈倒 U 型调节关系, 即过浅的参与难以提供充分

的信息交换以支撑多目标切换, 过深的参与则挤

压人类的认知主导空间, 均不利于交替性注意力

的提升; 而对持续性注意力投入, AI 参与深度则

表现为稳定的正向调节, 反映了 AI 深度参与对长

期目标关注的支持作用(Raisch & Fomina, 2025)。

第二, 人机信任水平决定了协作的质量与深度。

高信任度促进深度交互, 使创业者更愿意接受AI的

建议并进行深入思考; 低信任度则可能导致协作

断裂, 降低注意力投入的效果(Glikson & Woo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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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这种信任机制在人机交互式协作模式中尤

为重要, 因为持续互动需要双方建立稳定的信任

关系。第三, 交互频率虽然有利于复杂问题的动

态调整, 但过高频率可能增加认知负担, 影响注

意力投入效果(Dennis et al., 2023)。研究表明, 适

度的交互频率能够保持信息更新的及时性, 同时

避免过度打断导致的注意力分散。 

问题类型调节人机交互式协作对混合问题求

解的影响。第一, 问题混合性主要通过改变问题

空间的复杂度来调节人机协作效果。当问题涉及

复杂的社会−商业混合逻辑时 , 人机持续互动能

够帮助创业者更好地理解和平衡不同价值维度 , 

提高解决方案的综合效果。相比之下, 在混合性

较低的问题中 , 简单的线性协作可能更有效率 , 

因为目标相对单一或各维度边界清晰 (Smith & 

Besharov, 2019)。第二, 问题结构化程度通过影响

信息的可获得性和问题边界的清晰度来调节协作

效果。在高结构化问题中, 目标、约束条件和求

解路径相对明确, 人机交互式协作的效果可能受

限, 因为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已经足够(Fabri et al., 

2023)。相反, 在非结构化问题情境中, 人机交互

式协作的优势更为突出。这是因为非结构化问题

往往缺乏明确的解决框架, 需要通过持续的人机

互动来逐步明晰问题结构 , 探索可行解 (Samuel 

et al., 2024)。 

4  理论建构 

本研究拟基于注意力基础观 , 构建“人机协

作−注意力投入−社会创业混合问题求解”的整合

性理论框架, 深入剖析人机协作对社会创业混合

问题求解的影响机制, 为社会创业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理论指导。对于理论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  

第一, 本研究从社会创业情境的混合性特征

出发, 深入探讨了经济逻辑与社会逻辑并存情境

下的混合问题特征, 推动了社会创业混合性理论

的深入发展。以往研究多关注混合性对组织制度

逻辑与结构设计的影响(Battilana et al., 2017), 较

少深入分析混合性如何具体作用于社会创业者的

问题求解过程。本研究聚焦社会创业者在面对混

合逻辑冲突时的注意力资源分配与认知权衡机制, 

揭示了混合性特征如何通过个体认知影响问题求

解效率与效果, 深化了对社会创业混合性微观认

知特征的理论理解和研究内涵。 

第二, 本研究拓展了注意力基础观在个体创

业认知层面的理论内涵, 推动了注意力基础观的

跨层次理论发展。传统注意力基础观主要立足于

组织层面, 关注管理者注意力的结构性分配与战

略决策之间的关系(Ocasio, 2011), 较少深入到个

体认知加工的微观机制。本研究将注意力基础观

下沉至创业者个体认知层面, 借鉴认知心理学的

警觉性与任务切换研究传统, 将注意力投入解构

为持续性注意力与交替性注意力两个可操作化的

心理认知构念, 并明确了二者在混合逻辑权衡中

的差异化功能, 实现了注意力基础观与认知心理

学微观注意机制的有效对接, 丰富了其在创业认

知研究领域的应用内涵。 

第三, 本研究揭示了人机协作对个体注意控

制过程的影响机制, 深化了认知心理学对注意控

制的情境化理解。以往人机协作研究多关注人机

互动的任务分工与绩效产出 (Raisch & Fomina, 

2025), 鲜少系统考察 AI 介入如何重构个体的注

意控制过程。本研究基于认知负荷理论与人机协

作模式差异, 系统阐释了 AI 通过任务分配与认知

负荷转移机制重塑创业者注意力视角的内在路径: 

AI 主导式协作形成自下而上的注意控制, 人类主

导式协作形成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 人机交互式

协作形成上下结合的动态注意控制, 回应了外部

认知支持如何调节个体注意资源配置这一核心心

理学问题。 

第四, 本研究丰富了多目标混合问题求解的

认知心理学理论, 拓展了问题求解研究的理论边

界。传统问题求解研究多关注单一目标情境下的

信息加工与策略选择, 对多重冲突目标并存下的

认知过程研究较为薄弱(Newell & Simon, 1972; 

Simon, 1978)。本研究构建了混合问题求解的认知

心理学分析框架, 揭示了持续性注意力在长期战

略目标聚焦中的稳定作用、交替性注意力在多元

利益相关者诉求切换中的动态作用, 以及两者协

同对混合价值整合的推动作用, 为多目标冲突情

境下的认知加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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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s of human-AI collaboration on hybrid problem-solving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attention-base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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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3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4 China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aces hybrid problems arising from conflicts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logics, posing significant challenges to entrepreneurs' attentional allocation and necessitating 

effective pathways for hybrid problem-solving. Drawing on the attention-based view, this project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human-AI collaboration influences hybrid problem-solving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uman-AI collaboration-attentional engagement- 

hybrid problem-solving.” Specifically, the study examines three modes of human-AI collaboration and their 

respective mechanisms: AI-dominated collaboration enhances entrepreneurs' sustained attention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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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optimizing data-driven resourc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human-dominated collaboration strengthens 

alternating attention engagement, thereby facilitating dynamic balance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 demands; 

and interactive human-AI collaboration fosters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s through 

dual attentional synergy.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tests these modes and mechanisms through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encompassing textual analysi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and case studies. 

Theoretically, this research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micro-level cognitive mechanisms underlying 

hybrid problem-solving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xtending the application contexts and boundaries of 

both the attention-based view and human-AI collaboration theory. Practically, it provides social entrepreneurs 

with cognitively empowering pathways for human-AI collabora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AI within social entrepreneurial contexts. 

Keyword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human-AI collaboration, problem-solving, attention-based view 

 


